云南音乐吹响民族解放的新声

          ——云南抗战时期的音乐生活述评

（云南艺术学院2011级研究生 廖莎莎）
    20世纪30年代，我国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大事，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制造“九一八、一二八”等事变，有预谋的侵略我国领土，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最终促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掀起高潮。云南各地的党员和进步知识青年，也满怀爱国主义激情，迅速组织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参加到拯救民族和国家的时代大潮中。云南人民的抗战宗旨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文艺为武器，在民族解放中迸发出更强大的战斗力量，加强抗敌情绪，增强抗日胜利信心。”（陈平《解放战争时期昆明学生歌咏活动概况》）在这样的背景下，云南的抗战文化极其兴盛繁荣。

 一、歌声是战斗的号角

在八年抗战风起云涌的年代，把文化作为“投枪和匕首”是许多文化人的首选，而建立歌咏团则是当时云南乃至全国用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最有力的宣传手段之一。歌咏团实际上是一个包括各种表演形式的宣传队伍，除了演唱、教唱革命歌曲外，还有歌舞剧、话剧等剧目的演出。其中演唱、教唱革命歌曲是宣传活动中最为有效的方式，因为革命歌曲的旋律慷慨激昂，能把广大群众凝聚在一起，同时歌词内容披露敌人丑恶行径，传播进步思想，所以也能有效地鼓舞和激励人民踏上革命救国的征途。因此，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云南“哪里有斗争，哪里就有歌声，哪里有歌声，哪里就有不畏牺牲的抗战群众 ”(董源《我参加云南歌运的片段回忆》），由此，云南掀起了一个广泛的群众性音乐生活高潮。

据资料记载，1937年8月，昆华民众教育推广部主任赵国徽和李家鼎等人，在省立民众教育馆，成立了有300多人参加的民众歌咏团，团员包括大中学生、教师、农民和工人，其宗旨是“用救亡歌曲训练和团结民众，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奋勇抗战”。当时所唱的都是全国普通流传的抗日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送花江上》、《做棉衣》等等，还有歌颂延安、反应延安战时生活的《古城颂》、《开荒》、《洗衣歌》等，戏剧演出有独幕话剧《重逢》（丁玲作）、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所有参演人员均带着高昂的激情投入排练和演出，因此演出获得强烈的反响，为此中共云南省工委昆明文化支部专门组成了“歌运工作党小组”领导歌咏运动，并刊印《民众呼声》歌篇，利用云南广播电台在更大范围上传播抗日救亡歌曲。随后，云南各地各单位以民众歌咏团为中心相继成立了“昆师附小歌咏队、昆工合唱团、云南省政府军乐队、歌岗合唱团、海燕合唱团、绥干合唱团”等，这些歌咏团走街串巷，频繁地到各地演出、教唱抗战歌曲宣传抗日、提倡、民主，激发群众的抗战热情。据董源先生回忆，“我们有时在学院大门外的石台上挂起布幕，简单置景向镇上群众演出，有时利用假期在官渡附近集镇‘赶集’时的空地演出。除了校内外的表演活动外，我们还到农村附近四乡各小学教唱，还团结一些村民和农村小学老师参加我们的活动”（董源《我参加云南歌运片段的回忆》）。

 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潮中，歌声成为凝聚民心的重要手段，歌曲成为反映民心的重要武器。西南联大、云南各大中小学以及滇军各部，人们争相邀请文化界知名人士为其谱写校歌、军歌，其宗旨是：“将抗战进行到底，培养和激励更多的英勇抗战人才”。这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西南联大校歌，由罗庸先生创作词，题为《满江红．西南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别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扫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首词气势恢弘，将抗战爆发期间的惨烈背景描绘得淋漓尽致，同时又刻画了全校师生不忘国耻热情积极投入战争的士气。同时，在1938年，由洗星海、安娥共同为滇军创作了《六十军军歌》，歌曲热情赞扬了滇军在台儿庄战役的卓越战功，有力地鼓舞了民族士气，大长了抗日的军威。这些歌曲的成功问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云南本土歌曲创作热情，使得更多人投入到抗战歌曲创作中，如：李伟、崔丕训创作的《七七纪念歌》，张锐的《九二八》，天祚、楚天国的《山国的儿女们》，马斯白、胡绍轩创作的《当兵去》，徐守廉、仁荪的《山林里》 等。这些以新音乐的创作手法谱写的作品都是当时在云南传唱度极高的歌曲，成为记录云南人民不惧外辱团结一心的民族情怀。

二．立足本土音乐素材进行音乐创作的大胆尝试

   王旦东(1905一1973)，曾用名王秉心，丹东，字品三。云南省

易门小街人。是云南“新花灯”的倡导者，金马话剧社的创建人。

我们都知道，在云南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广大民众的知识水平普遍偏低，因此，通过“歌声救国”、鼓舞抗日士气，就需要找到与群众交流的方式。由于花灯曲牌多属于民间小调，具有旋律朗朗上口、唱词通俗易懂、排演简单等特点，如果根据花灯的曲调加上抗日救国的唱词进行再创作的话，显然就成为了与群众沟通的最贴切的渠道。因此，王旦东于1936年在昆明组建了“金马合唱团”，并开始尝试用云南花灯音调为素材创作了大批提倡新思想的歌曲。这为他在抗战时期音乐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积累了丰厚的艺术经验。

据史料记载，1937年左右，王旦东邀请玉溪、昆明等地的二十多位花灯艺人，组成了“文艺花灯队”，随后不久改名为“农民救亡灯剧团”，由他亲自创作、改编和执导了一大批宣传杭日救亡的花灯剧、节目在云南各地进行演出，以达到宣传“抗日救国”、鼓舞更多民众投身到救亡的阵营中。有《守旧就是失败》、《张小二从军》、《茶山杀敌》、《汉奸报》、《新别窑》、《新四郎探母》、《一个怪人》、《农夫怨》等。这些剧目一上演，宛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进云南剧坛，引发了勃勃生机，赢得了巨大的反响和轰动。其中《守旧就是失败》是一首四声部混声合唱作品，从它的音乐结构来看，曲式结构为带再现的三段式，调性采用明朗、宁静的C大调贯穿全曲，犹如长者的忠告，平静诉说，而和声的编配则通篇采用原位三和弦，使其显得更加平稳、方整、气势如虹，节奏变化较少，大量在每个乐句句首采用附点的节奏形态，使得这首歌曲散发出一种被不断推进的积极向上的乐风。由此可看出，王旦东音乐创作已具有较高的技法，而由朱家壁先生写的歌词通俗易懂，激励人心，倡导了“守旧就是失败，进步就是光明，成功的基础在革新”的主题。从王旦东的另一首作品，小型歌舞剧《征夫恨》的插曲《农夫怨》来看，其旋律采用了浓郁的云南花灯音乐素材，主旋律在三次发展与变化中采用了复调中卡农的创作手法，另外运用了大量和声写作理论，大大增强了音乐的表现性。当时中共云南省工委的刊物《南方》杂志社写到:“我们满意花灯剧呐喊出来的第一声。这不但是一支精神上的救国军，而且是觉醒的农村中一个传播抗战热情的火球。”如云南大学教授、文化艺术界协会负责人楚图南也针对花灯剧《茶山杀敌》的成功上演而撰文写道:“以云南的自然环境及社会背境为题材的新艺术—《茶山杀敌》，算是最勇敢的尝试。无疑这一尝试已成功，能抓到‘牧歌时代’的最美的遗物.也是云南社会所仅见的遗物，如劳动、歌唱和爱情融为一体，配合抗战的救亡问题和时代意识，是难得的新的创作。”(转引自云南民族出版社《滇中党史人物》），对于民间花灯升格为“舞台艺术剧”的超越予以热烈的推崇。

在此期间，王旦东还根据花灯音乐为素材创作了《送郎调》、《抗战十二花》、《新十二属小调》、《抗战十杯酒》等在民众中广为流传的歌曲。在上世纪的30年代前后，王旦东先生这种自觉地把艺术的创造置于特定文化生态环境的价值追求，体现出了他擅长在实践中观察和学习的务实精神，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这也为云南现代音乐创作民族化的方向树立了早期的榜样。

在当时抗战热潮的推动下，除王旦东先生外，云南还有很多像他一样投身于用“歌声救中国”这一伟大事业的人。其中最为活跃的有江鹜先生和董源先生。江鹜先生在当时昆明的文化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1942年，她与当时在昆明的孙慎、赵沨等，为推动进步文化的发展，组建了著名的“南风合唱团”，他们除了排练黄自的《旗正飘飘》、贺绿汀的《胜利进行曲》等作品，还排练江鹜用西洋大小调色彩与柱式和声手法创作的四声部混声合唱《长夜漫漫》、《人民队伍》等，而她的合唱《秋江》、《快乐的歌声》等，更是采用了对比式的复调手法来表现歌曲的艺术内涵，这就大大提升了那一时期云南歌曲创作的艺术水平。而董源先生最擅长将民间音调与云南方言相结合来进行音乐创作。如他的《翻身花》、《别让它遭灾害》等歌曲，特别是经他用昆明方言亲自演唱之后，这些歌曲更是成为在民众中非常普及的“新民歌”，这也就成就了他成为那个时代昆明音乐界的著名人物。

作为一批立足本土音乐创作、用音乐唤起民众觉悟的云南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依托抗战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把抗战的激情注入到云南特有的音乐语汇中，创作出一批贴近普通民众感情的“本土抗战音乐”。这些作品的旋律取自云南各地民众田间地头哼唱的小调或流传数年的民间戏曲，歌词则大多运用云南本地方言,这种创作形式目的在于唤起民众的共鸣，同时又能完成鼓舞广大民众积极抗日救国的使命。事实上，用音乐来表达人们的情感、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几乎是抗战时期所有知识分子的愿望。其中，尤以歌曲创作这种不需太多专业训练、不用掌握太多职业化作曲技术训练就能率性而为，传情达意的写作方式，就成为当时积极投身抗战宣传的人们的首选，这样的价值取向，尤其针对当时文化水平较为低下的农民，使抗战宣传更易走向深入，蔓延到云南个个角落，令每个云南人耳边都响起抗战的号角：“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起来！起来！”，从而推动“全民抗战”。

